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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佩 辉

［摘　 要］ 学界以往对吕祖谦王霸观的讨论， 多未注意到其早期与晚期

思想之别， 更未探求其不同的深层逻辑。 事实上， 不同于王霸观在二程、 朱

熹等人推动下从 “是霸” 到 “贱霸” 的整体转向， 吕祖谦王霸观经历了从

“贱霸” 到 “是霸” 的转向。 吕祖谦早期接受 “孟子学” 的王霸观， “以孟解

《左》”， 以道德尺度评判历史且贬低霸功， 将霸道归为不仁不义且无利的政

治。 其晚期则回到由史以明义的诠释原则， 回归 “《左传》 学” 的王霸观， 转

向以历史尺度重估霸功， 肯定霸道是 “以德辅力” 的政治。 虽然吕祖谦未能

彻底跳出义利之辨的窠臼， 未能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统一王霸， 但仍极大地推动了

浙学尤其是陈亮 “是霸” 观的成熟， 促使浙学发展出与朱子学媲美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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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论述王霸观的文本主要集中于其 “《左传》 学” 著作， 尤其是 《左氏博

议》 （以下简称 《博议》）、 《左氏传说》 （以下简称 《传说》）、 《左氏传续说》 （以
下简称 《续说》） 之中。 《博议》 作于乾道四年， 相对于 《传说》 《续说》 为早期

作品。① 四库馆臣认为 《传说》 “持论与 《博议》 略同， 而推阐更为详尽” （《吕祖

谦全集》 第 ７ 册， 第 ２２１ 页）。 受此观念影响， 后世学者对吕祖谦王霸观的研究往往

不区分 《博议》 与 《传说》 《续说》， 而是从总体上对吕祖谦王霸观作论述。 但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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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ＪＤＫＴＹＢ０５） 的阶段性成果。
《博议》 据 《年谱》 作于乾道四年， 而 《传说》 与 《续说》 皆提及 《博议》， 且 《续
说》 径直以 《博议》 为 “非是”， 结合 《左传手记》 （据 《年谱》 作于淳熙元年）， 此二

书当作于淳熙年间。 （参见 《吕祖谦全集》 第 １ 册， “前言” 第 １５、 ３５—３９ 页； 《东莱吕太

史文集》 附录卷第一； 《传说》 卷第一； 《续说》 卷一； 徐儒宗， 第 １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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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臣对 《博议》 与 《传说》 关系的认识并不准确， 比如在对齐桓公及其霸业的评价

上， 二书观点截然不同。 有学者已经指出这一问题， 并认为四库馆臣之说不足为据。
（参见刘德明）① 因此， 不加区分地运用 《博议》 与 《传说》 《续说》 来研究吕祖谦

的王霸观， 虽然能够对吕祖谦的王霸观有所认识， 但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将两种不同

视域下的王霸观强行合论， 难免与事实不合。 （参见孙旭红； 蒋伟胜， 第 ２２０—２２４
页） 少数学者虽然认识到吕祖谦王霸观的复杂性， 但并未全面展现吕祖谦王霸观早

期与晚期的不同， 也没有深刻剖析其中的原因。 之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当前学者缺

乏对唐宋王霸观的整体转变以及吕祖谦王霸观特殊性的认识。② 从整体上讲， 唐宋王

霸观发生了从 “尊王是霸” 到 “尊王贱霸” 的转变， 即从 “ 《春秋》 学” 的 “尊王

是霸观” 转向 “孟子学” 的 “尊王贱霸观”， 其中程颢和朱熹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

作用。 （参见陈佩辉） 与此相反， 吕祖谦的王霸观反而出现了由 “贱霸” 到 “是霸”
的转向， 即从 “孟子学” 王霸观转向 “ 《春秋》 学” 王霸观， 其背后则是评价尺度

由道德尺度转向历史尺度。 更重要的是， 吕祖谦王霸观的这一转向引领浙学走向与

朱子学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 因此， 只有将吕祖谦的王霸观转向放入整个唐

宋王霸观转变的趋势中， 才能认识到其思想的卓异与深刻。 本文尝试从经子互动的

视角出发， 以吕祖谦 “ 《左传》 学” 为中心分析其王霸观的转向及原因。

一　 尊王贱霸

早期吕祖谦在王霸观上深受 “孟子学” 影响， 所以 《博议》 整体上表现为 “尊王

贱霸” 观。 为了更好地从经子互动的视域呈现 《博议》 王霸观 “孟子学” 化的特点，
我们先略述 “ 《春秋》 学” 王霸观的代表——— 《左传》 的王霸观。 《左传》 认为大国争

霸须以德礼服人， “大国制义” （《春秋左传正义》 卷第二十六） 在争霸中发挥着根本性作

用， 城濮之战即是以德攻而非力夺的例子。 （参见 《春秋左传正义》 卷第十六） 如果仅靠

武力则难以 “长有诸侯” （《春秋左传正义》 卷第二十六）， 反易失霸。 总之， 在 《左传》
中， 霸道是 “德力并重” 的政治。 《公羊传》 《谷梁传》 也未以德力、 义利区隔王霸。 与

此不同， 孟子 “尊王贱霸” 观则主要从德力、 义利区别王霸， 否定霸道为良好的政治。③

１６从 “贱霸” 到 “是霸”： 经子互动视域下吕祖谦王霸观之转向

①

②

③

程小青亦认为从 《博议》 到 《传说》， 吕祖谦的解释发生了从理学到史学的转变， 其后

期更重视历史真实及其必然性， 但作者并未言及吕祖谦王霸观的转向。 （参见程小青）
刘德明认为， 二者不同的原因在于 《博议》 的性质为 “课试之作”， 是以其说别出新

意， 突出巧思， 而 《传说》 《续说》 则较为平实。 （参见刘德明） 此种解释未深入其

中的内在逻辑， 失之过浅。
孟子以德力区分王霸。 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 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

大。” （《孟子·公孙丑上》） 而德力之别背后则是义利之别， 王道以德行仁， 起始点是

仁心； 霸道则以强力假借仁之名而图利， 起始点是利心。 （参见王心竹， ２０１２ 年）



但孟子的王霸观在汉唐并未被广泛接受， 而因为 “ 《春秋》 学” 的兴盛， “尊王是

霸” 观成为汉唐王霸观的主流。 但到了唐宋时期， 在程颢、 朱熹等学者的助推下，
王霸观发生了从 “尊王是霸” 到 “尊王贱霸” 的转变， 《春秋》 经传的诠释也深

度 “孟子学” 化。 吕祖谦早期王霸观即是这一转变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以吕祖谦对齐桓公、 管仲的评价为中心， 考察 《博议》 中的王霸

观。 在对齐桓公 “救邢” “城楚丘” 的解释中， 吕祖谦集中讨论了王霸之辨。 在诠

释具体经文之前， 吕祖谦先从喜忧相反的角度切入王霸之辨：

王者之所忧， 伯者之所喜也； 伯者之所喜， 王者之所忧也。 王者忧名， 霸

者喜名。 名胡为而可忧耶？ 不经桀之暴， 民不知有汤……汤自汤， 武自武， 民

自民， 交相忘于无事之域， 则圣人之志愿得矣。 功因乱而立， 名因功而生， 夫

岂吾本心耶？ 是故云霓之望， 非汤之盛也， 乃汤之不幸也……伯者之心异是

矣。 凡王者之所谓不幸， 乃伯者之所谓大幸也。 王者恐天下之有乱， 伯者恐天

下之无乱。 乱不极， 则功不大； 功不大， 则名不高。 将隆其名， 必张其功； 将

张其功， 必养其乱。 （《博议》 卷第九）

吕祖谦认为， 王霸之喜忧截然不同， 王者忧名， 而霸者好名。 此 “名” 乃

“因功而生” 的 “功名”。 王者之所以忧虑功名， 在于功名多在乱世取得， 而乱世

必然有暴君、 贪吏、 战争相伴随， 百姓必然受尽苦难。 王者宁愿无所成就也不愿以

百姓困苦为代价去获得功名。 因此， 所谓 “云霓之望” 非汤之盛， 而是其不幸。
王者担心乱世给百姓造成痛苦， 霸者则与此相反。 王者之 “不幸” 乃霸者之 “大
幸”， 王者之所 “恐” 乃霸者之所 “喜”， 霸者唯恐天下不乱。 是以对于霸者来讲，
要获得名就必须张大其功， 而张大其功就必须助长其乱。

在阐明道理之后， 吕祖谦开始对具体经传进行解释：

狄以闵之元年伐邢， 其后二年， 而齐始迁邢于夷仪。 狄以闵之二年灭卫，
其后二年， 而齐始封卫于楚丘。 齐桓之恤二国， 必在于二年之后者， 何也？ 所

以养其乱也。 齐桓之心， 以为当二国之始受兵， 吾亟攘夷狄而却之……其恩必

不甚深， 曷足以取威定伯哉！ ……今吾坐养其乱， 待其社稷已颓……然后徐起

而收之……是邢、 卫之君无国而有国……深仁重施， 殆将浅九渊而轻九鼎矣。
故其功名震越， 光耀赫然， 为五伯首。 向使绝之于萌芽， 则名安得如是之著耶！
呜呼！ 邢、 卫之难， 曰君曰卿， 曰士曰民， 肝脑涂中原， 膏液润野草。 苟仁人

视之， 奔走拯救， 不能一朝居也。 今齐桓徒欲成区区之名， 安视其死至于二年

之久， 何其忍耶！ ……是以万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 是诚何心哉！ （同上）

针对经意， 《左传》 认为 “救邢” “城邢” 的书写意在褒扬齐桓公， “城楚丘”
的书写也未否定齐桓公之行。 （参见 《春秋左传正义》 卷第十二） 本于孟子的 《春
秋胡氏传》 对此则有褒有贬： “是故以功言之， 则楚丘为大； 以义言之， 则城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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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春秋》 之法， 明其道不计其功， 正其义不谋其利者也。 详著城邢之师而深没

楚丘之迹， 贵王贱霸， 羞称桓、 文， 以正待人之体也。” （《春秋胡氏传》 卷第十

二） 吕祖谦更进一步， 直指齐桓公之心， 将 “救邢” “城邢” 也负面化。 吕祖谦认

为， 狄人分别在闵公元年、 二年伐邢、 灭卫， 但齐桓公在两年之后方迁邢、 封卫，
其中原因即在于齐桓公意在养邢、 卫之乱， 以大其功、 收其名。 若在狄人入侵之时

就攘夷狄而恤邢、 卫， 则所施之恩小， 所取之名小， 不足以 “取威定伯”。 因此，
不若坐等二国大乱， 待社稷颓然后收拾残局， 取得 “功名震越” 的成绩， 奠定

“五伯首” 的地位。 与此相异， 王者则会绝之于萌芽， 而名不显著。 名之显微背后

乃是王、 霸之仁爱与残忍的不同。 在面对 “肝脑涂中原， 膏液润野草” 时， 王者

因仁爱而奔走相救， 而霸者为了区区之名， 竟坐视其灾长达两年之久， 何其残忍！
是以霸功越大， 其忍越酷！ 这就负面化了霸功的价值与意义。

吕祖谦还以孟子 “孺子将入于井” 的经典故事为例， 从 “心” 上进一步区分

王霸。 吕祖谦言：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怵惕恻隐之心不期而生， 此人之真心也。 真心一

发， 森不可御， 岂暇计其余哉！ 有人于此， 谓彼未入于井而全之， 其功浅； 既

入于井而全之， 其功深。 缩手旁观， 俟其既坠， 乃始褰裳濡足而救之， 则其父

母必以为再生之恩， 乡邻必以为过人之行， 义概凛凛， 倾动闾里。 回顾前日未

入井以救之者， 父母不谢， 乡邻不称， 若大不侔。 然则为孺子计者， 宁遇前一

人耶？ 宁遇后一人耶？ 噫！ 此王、 伯之辨也。 （《博议》 卷第九）

人若忽见稚子将掉入井中， 恻隐之心必油然而生， 此是真心的本然状态。 真心

一发， 沛然莫之能御， 根本无暇思考其他。 人们若被功利之心蒙蔽， 则会计较孺子

未入井而救之， 则其功小； 入井之后再救， 则其功大。 由此， 人们便袖手旁观， 等

孺子入井再施救。 这样， 孺子父母感恩其 “善行”， 乡邻称赞其有过人之行， 声誉

广及乡里。 但若从孺子的角度看， 是期望遇到真心之人还是利心之人， 答案一目了

然。 吕祖谦强调，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即是王霸之别。 换言之， 王者本于仁义之真

心， 而霸者本于功利之心。
可见， 吕祖谦认为王霸之辨即是义利之辨。 霸者假借仁义以谋利， 损害了仁义

的本质， 瓦解了仁义的基础———仁心， 实际上是欺世盗名。 此种理解和朱熹相近，
皆是在二程基础上进一步张大王霸之异。 （参见陈佩辉） 吕祖谦的此种诠释改变了

《左传》 原本的王霸观， 将其 “是霸观” 改造为 “孟子学” 化的 “贱霸观”。
此外， 吕祖谦还否定霸道能真正获得功利。 吕祖谦言：

仲急于功利……仲之谋虽巧， 然既开祸乱之原， 虽弥缝障蔽， 终不能遏。
庶孽交争， 国统殆绝……世之诋伯者， 必曰 “尚功利”， 五伯桓公为盛， 诸子

相屠， 身死不殡， 祸且不能避， 岂功利之敢望乎！ 是知王道之外无坦涂， 举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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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棘； 仁义之外无功利， 举皆祸殃。 彼诋伯以功利者， 何其借誉之深也！
（《博议》 卷第九）

吕祖谦认为， 管仲乃急于功利之人， 谋略虽巧， 却开齐国祸乱之源， 即使采取

了诸多弥缝措施， 最终也无法阻挡祸乱的到来。 所以齐恒公身死之后 “诸子相屠，
身死不殡” 的结局， 与其渴求的功利最大化目标南辕北辙。 这就意味着， 霸道因

其功利的动力机制最终无法塑造可持续的政治秩序， 不仅没有实现功利的效果， 反

而祸殃连连。 因此， 功利不在仁义之外， 只有行王道才能真正实现功利， 其他道路

必遭祸殃。 由此， 吕祖谦剔除了 “孟子学” 以义利辨王霸所遗留的问题： 可否因

霸道之功而暂时承认其合法性和可行性。
当然， 《左传》 固有的王霸观也并非在 《博议》 中完全销声匿迹。 吕祖谦在叙

述齐桓公行霸时， 也展现了齐桓公君臣上下之壮志、 勤奋与信义， 以及其维系秩序

之功。 （参见 《博议》 卷第十一） 在其他议论中， 吕祖谦对霸政良法也有积极的评

价。 （参见 《博议》 卷第九） 这些 《左传》 中的褒霸叙事， 虽然一时被 “尊王贱

霸” 观所掩， 但 “学者一开卷而尽得之” （同上）。 且吕祖谦 “以孟解 《左》” 的

经传诠释与 《左传》 之间存在诸多龃龉， 必然遭遇其他学者的质疑。 这都为其晚

期转向从历史尺度评判王霸并确立 “尊王是霸” 观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 吕祖谦的 《博议》 “以孟解 《左》”， 以道德尺度为准绳， 将 《左

传》 固有的王霸观更换为 “孟子学” 的王霸观， 与朱熹一样继承并发展了孟子、
程颢的王霸观， 且进一步贬损霸道， 将霸道归为不仁不义甚至无利的政治。 但吕祖

谦晚期基本放弃了 “以孟解 《左》” 的路线， 并逐渐形成了 “以 《左》 解 《左》”
的诠释路径， 由 “贱霸” 走向温和 “是霸”。 接下来我们考察其晚期 “ 《左传》
学” 中的 “尊王是霸” 观。

二　 尊王是霸

吕祖谦的晚期“ 《左传》 学” 回归到 《左传》 固有的脉络。 其王霸观也发生了重

要变化， 评价重心从道德尺度转向历史尺度， “春秋学” 王霸观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孟子学” 王霸观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而退居其次。 我们先看吕祖谦对齐桓公君臣

的整体评价之变化。 不同于 《博议》， 《传说》 总体上认可了齐桓公君臣施行的霸政：

惜其急于功利， 俯首以就桓公， 自小了。 ……齐侯救邢， 所云 “畏此简

书”， 此等言语， 时时规正得桓公一两段。 若浅论之， 则管仲时有三代气象，
固甚可喜。 责备论之， 管仲不能大其规模， 反俯首以就桓公一个狭小规模， 亦

甚可惜。 管仲之相桓公， 大抵务在正名辨分。 观其王使宰孔赐齐侯胙， 管仲则

教桓公以 “天威不违颜咫尺， 敢不下拜”， 则不敢慢天子之命。 观王以上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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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享管仲， 则对以 “有天子二守国、 高在”， 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禄之制。 ……
齐桓专在于扶名分……盖仲则曾闻先生长者之余论， 故所以辅桓公者犹有三代

之遗制。 ……故孟子曰： “桓公之于管仲， 学焉而后臣之。” 犹着得一个 “学”
字。 （《传说》 卷第三）

吕祖谦认为， 管仲有三代气象， 曾受道于先生长者， 是以能以三代遗制辅助齐

桓公， 用周礼规正齐桓公。 管仲虽能以德辅政， 但受制于内在利心的蒙蔽， 其气象

规模无法张大。 针对霸者的利心造成的政治矮化， 吕祖谦不再全盘否定， 而是从两

种维度审视之： 若浅论之， 管仲有三代气象， 这是可喜之处； 若责备论之， 管仲受

困于利心， 不能张大其规模， 反被齐桓公拖入狭小规模， 这是可惜之处。 无论哪个

维度的审视， 吕祖谦都不再以 “孟子学” 的王霸观苛责齐桓公君臣， 反而为其惋

惜。 针对齐桓公救邢， 《传说》 也不再苛责之， 《续说》 更是从历史形势的角度为

齐桓公缓救的必要性辩护。 （参见 《续说》 卷第四） 此外， 吕祖谦还引孟子之语论

证齐桓公君臣略闻先王之道。 不过孟子提到齐桓公君臣更多在于举例论证， 并不是

要论证二者之道与先王之道的相契。 吕祖谦则深挖其中的诠释空间， 凸显齐桓公之

“学” 于曾受道于先生长者的管仲。 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引用， 呈现出吕祖谦尝试消

解 “孟子学” 王霸观对于齐桓公君臣的过度贬斥， 进而将齐桓公之霸塑造成一个

可以接受的政治模式。 吕祖谦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可谓 “以 《左》 解孟”。 由此可

见， 吕祖谦有以齐桓公君臣之德政为霸道标准的意图， 进而以 “粹驳” 辨王霸之

别。 吕祖谦的 “粹驳” 不仅指霸者的德性状态， 还指向政事举措， 比如他认为汉

武帝表彰 《六经》 即是 “粹” 的行为。 （参见 《东莱吕氏西汉精华》 卷第五） “粹
驳” 程度是可以调整的， 这表示吕祖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霸者可以行王政。

吕祖谦不仅改变了对齐桓公君臣的看法， 还根据历史事实否定了孟子以德、 力

区分王霸的观点， 并将霸道定义为 “以德辅力” 的政治， 给予霸道以好的政治模

式之定位。 吕祖谦言：

自古论王霸， 皆曰 “王以德， 霸以力”， 德与力是王霸所由分处。 然而霸

亦尝假德而行， 亦未尝专恃力而能霸者。 如晋文公之霸， 所谓出定襄王， 入务

利民， 伐原以示之信， 大蒐以示之礼， 皆是依傍德而行。 惟文公以德辅力， 故

能一战而霸。 到得平公以后， 全无德， 全恃力。 不知霸虽是力， 亦必假德方能

立。 以此知维持天下者， 其可斯须去德邪？ 昭公不合全倚靠着力， 此所以虽有

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 以此见兵初不在众。 （《传说》 卷第十二）

吕祖谦认为， 孟子以德、 力区分王霸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 霸必须假德

而行方能成霸， 仅仅依靠强力并不能成霸。 以晋国之霸为例， 晋文公所行之政事，
无论出定周襄王， 还是利民之行， 皆依德而行。 晋文公之所以凭借城濮之战一役定

霸， 在于其 “以德辅力”， 而非专靠强力。 此后的晋平公、 晋昭公则毫无德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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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依靠兵力之盛， 是以无法维系其霸。 因此， 维系天下秩序不可须臾离德， 即使以

力为后盾之大国， 也必须假德方能定霸。 吕祖谦在此尝试消解 “孟子学” 王霸观，
回到 《左传》 “德力并重” 的霸道观， 凸显霸道的道德维度， 进而挽救霸道。

吕祖谦还肯定霸者的政治德性与王者有相通之处， 尝试沟通王霸。 吕祖谦言：

楚所以霸， 其根本安在？ …… “楚自克庸以来， 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

于民生之不易， 祸至之无日， 戒惧之不可以怠。 …… ‘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
不可谓骄。” 此数句， 是得楚君臣自相警戒。 虽王之所以王， 霸之所以霸， 强国

之所以为强国，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 皆不出此。 （《传说》 卷第六）

吕祖谦认为， 楚庄王之霸在于其君臣的戒惧精神以及将民生牢记在心。 事实

上， 不仅霸道如此， 王道也是如此，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也在于此。 这就从政治德性

的角度肯定了霸道， 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王霸同为道德的政治。
不同于 《博议》 从道德尺度负面化霸功的价值， 《传说》 则基于历史尺度重估

霸功的意义， 肯定霸功的必要性。 吕祖谦言：

当霸者未兴之前， 若鲁、 卫、 宋、 郑更相侵伐， 无所顾忌。 自齐桓一霸，
晋文继兴， 方有所统属， 百余年间， 败王法， 灭小国， 虽日侵天子之权， 搂诸

侯以伐诸侯， 其罪固多， 然一时维持中夏， 使诸侯有所畏惧， 遵守王度， 亦不

为无助。 及霸权既失之后……当时诸侯大夫， 慨然反思有霸之时， 自此后夷夏

无辨， 胡越蛮兵交， 中夏陵夷。 ……若论败王法， 灭小国， 搂诸侯以伐诸侯，
其罪固多。 迨夫先王之政， 扫地无余。 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 杀人

盈城。 到此之时， 反观霸者维持之功， 虽一时上僭王法， 然止霸者一国而已，
天下诸侯不敢自肆， 不至如战国之甚。 霸者之功， 不可厚诬。 故夫子称管仲

曰： “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 分明是如此， 当时管仲虽有此功， 非夫子

不能知也。 （《传说》 卷第十三）

吕祖谦指出， 在霸者未兴以前， 诸侯相侵， 无所顾忌， 及至霸者兴起， 天下方

有统属。 虽然霸者日侵天子之权， 败王法， 灭小国， 其罪不为不多， 但霸者总归使

得天下基本秩序得以维系， 助益亦复不少。 而当霸权消失之后， 各国肆无忌惮， 甚

至夷狄也来威胁中夏， 中国文明有沦为野蛮的危险。 对比霸权衰落后的局面， 显

然， 有霸之时的天下尚处于更好的秩序之中。 由此， 吕祖谦认为， 比之于战国之际

的混乱局面， 霸者只是 “一时上僭王法”， 其罪小。 同时， 霸道阻挡了战国 “杀人

盈野” 局面的出现， 还限制了各国竞相僭越的局面， 因此霸功不可厚诬。 孔子之

所以称赞管仲也在于此。 吕祖谦的上述论证， 提到了孟子所言的 “搂诸侯以伐诸

侯”， 但并未顺着孟子的思路否定霸功， 反而借助孔子的言说肯定霸功。 这亦是以

“ 《春秋》 学” 的 “是霸” 观抵消和抑制 “孟子学” 的 “贱霸” 观。
在 “孟子学” 王霸观中最为核心的是义利维度。 不同于 《博议》 凸显霸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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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传说》 兼顾了王霸之间的相同之处。 吕祖谦说：

大抵王之与霸， 论来王者不计功谋利， 霸者计功谋利； 王者不求近功速效，
霸者求近功速效。 然而就霸者论之， 以桓、 文对说时， 桓公计功谋利， 比文公

时便少。 桓公不急功效胜文公， 桓公却做得王者事。 （《传说》 卷第二）
论止于此， 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 而霸者亦然。 （同上）

吕祖谦也承认王霸之辨的义利之维， 却强调齐桓公相对不求急功速效， 计功谋

利之心也少， 是以做得王者之事。 这就不同于其在 《博议》 中对齐桓公的批评。
在第二段引文中， 吕祖谦更是直接强调王、 霸皆不可 “要近功”。 这就缓和了王、
霸在义利维度上的紧张和冲突，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 “孟子学” 王霸观的影响。

当然， 吕祖谦并未回归至已经被程、 朱瓦解的司马光所持的 “王霸同道论”。
（参见王心竹， ２０１１ 年； 陈佩辉） 一方面， 他虽缓和了王霸的义利维度的冲突， 但

并未完全放弃以义利区别王霸； 另一方面， 他也吸收了理学区分心迹的思维模式，
将霸德的脆弱和霸政的勉强归于霸者缺乏心上功夫。 吕祖谦言：

管仲之事桓公， 专去事上做工夫， 却不去君心上做工夫。 惟其去事上做工

夫， 故铺排次叙， 二三十年皆如其规模； 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 故訑訑之声

音颜色， 拒人于千里之外。 管仲之事， 盖积数十年而成。 桓公之骄， 止一日而

坏。 不能格君心之非， 其祸盖如此也。 （《传说》 卷第二）

吕祖谦认为， 管仲专在外在的政事上 “做工夫”， 而没有 “格君心之非”。 因为

在事上 “做工夫”， 所以有其规模； 因为不在心上 “做工夫”， 是以沾沾自喜而无法

服人之心， 霸政总会被君心之非毁坏。 不过， 吕祖谦于此虽然强调王霸心异， 但并

没有因此否定霸者在事上 “做工夫” 的效用， 而是强调事上 “做工夫” 的不足以及

如何补救。 这就兼顾了 “ 《春秋》 学” 王霸观和 “孟子学” 王霸观， 但也显示出吕

祖谦王霸观的不彻底性。
总之， 吕祖谦晚期的王霸观可以概括为 “尊王是霸”， 即他从霸德、 霸政、 霸

功等各个方面为霸道辩护， 对当时以程颢、 朱熹为代表的 “孟子学” 王霸观的广

泛影响起到了一定的瓦解作用。 不过吕祖谦并未彻底跳出义利之辨的窠臼， 其对霸

道的肯定也夹杂着否定， 并没有回到 “王霸同道论”。

三　 缘何而变

前文已指出， 唐宋王霸观发生了从 “是霸” 到 “贱霸” 的整体转向， 吕祖谦

则反其道而行之。 那么吕祖谦何以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呢？ 萧公权说： “论者惩

前世之失， 度当时之要， 益信理国非恃空言， 救亡必资实学。 朱陆一切心性仁义之

说， 不啻儒家之 ‘清谈’， 足以致中原于沦丧而莫可挽回。 永嘉、 永康诸子乃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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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功利之学以与紫阳、 象山相抗。 故北宋功利思想之产生， 大体由于时势之刺

激； 南宋则时势之刺激更深， 而兼为理学之反动。” （萧公权， 第 ４１５—４１６ 页） 此

说确有洞见。 吕祖谦的转变既要从这两个角度寻求原因， 也要从吕祖谦思想演变的

内在逻辑中寻求原因： 从思想的外缘角度看， 是南宋政治形势的要求； 从思想场域

的角度看， 是对朱熹 “贱霸” 观及其广泛流行的反对； 而从思想内在逻辑角度看，
其文本解释上出现了从 “孟子学” 向 “ 《左传》 学” 固有脉络的回转， 归根结底

则在于其史观的转变与发展。
首先， 从思想的外缘角度看， 霸政、 霸功对于维系南宋政治不可或缺。 南宋自

立国之日起即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 是以必须施行杂霸之政， 否则政事瘫痪， 随时

有被金吞并的危险。 换言之， 南宋政治形势需要事功， 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容纳霸道

才能解决问题。 对此， 吕祖谦有清晰的认知：

臣窃惟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 有视前代犹未备者。 以宽大忠厚建立规

摹， 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 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 虽

昌炽盛大之时， 此病已见。 如西夏元昊之难， 汉、 唐谋臣从容可办， 以范仲

淹、 韩琦之贤皆一时选， 曾莫能平殄， 则事功不竞可知矣。 此所谓视前代犹未

备者也。 ……臣窃谓今日治体其视前代未备者， 固当激厉而振起； 其远过前代

者， 尤当爱护而扶持。 议者乃徒欲事功之增， 而忘根本之损。 ……又况宽大则

豪杰得以展尽……然则图维事功， 亦未有舍根本而能立者也。 （《东莱吕太史

文集》 卷第三）

吕祖谦认为汉武帝任用的才智之士多是好利之徒， 所行之政也多是霸政。 （参

见 《东莱吕氏西汉精华》 卷第五） 但汉武帝君臣处理匈奴问题能 “从容可办”， 对

外事功显赫， 规模宏大。 而宋代虽然治体之本优于前代， 但病在欠缺武功， 即使韩

琦、 范仲淹也不能平定西夏侵扰。 这篇上给宋孝宗的书札虽意在规劝宋孝宗以宽大

礼逊为本， 等豪杰聚集之后再图功， 但也暗含吕祖谦对事功和豪杰的重视。 换言之，
治国要本末并举、 文武兼备， 而霸道恰恰在政事方面更能因应形势、 及时有效， 从

而维系儒家的仁义价值和文明秩序。 这是吕祖谦转向挽救霸道的外缘性因素。
其次， 在思想场域中， 吕祖谦处于朱子 “贱霸” 观和浙东 “是霸” 观争锋的

前沿， 他熟知朱熹 “贱霸” 观的问题， 因此自觉抵制其思想的进一步扩散。 南宋

以后理学进一步转向内在， 更加强调政治主体的德性完善度以及政治行为的道德合

理性， 反对将事功凌驾于道德之上， 力图通过正君心以正天下， 从而获得王者之

功， 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 因此， 朱熹严厉批评霸道， 彻底剔除霸道的道德之

维。 但朱熹的王道政治过于理想， 缺乏可行性。 这就狭窄化了王道的路径， 弱化了

儒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必然遭到事功学派的批评。 （参见陈佩辉） 在政治实践

以及理论交锋中， 吕祖谦意识到朱熹 “贱霸” 观存在的问题， 认识到以历史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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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霸政、 霸功的必要性， 是以重新回归 “ 《左传》 学” 的王霸观立场。
最后， 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看， 吕祖谦转向 “是霸” 的背后是其史观的深刻

转变。 （参见董平） 王霸观的 “孟子学” 化与 “去孟子学” 化的一个关键是对霸

功的评价问题， 孟子矮化霸功， 《春秋》 则褒扬其功。 而霸功的正面价值须着眼于

历史形势方能说明， 是以对霸功的重估必然涉及史观的转变：

只记孔子事便无意思。 以此知杜预谓左丘明受经于仲尼， 其说难信。
（《续说·纲领》）

看史要识得时节不同处， 春秋自是春秋时节， 秦、 汉自是秦、 汉时节。 看

史书事实， 须是先识得大纲领处， 则其余细事皆举。 ……学者观史， 且要熟看

事之本末源流， 未要便生议论。 （同上）

吕祖谦认为 《左传》 是史， 与孔子传经无关， 是以其晚期基本放弃 “以孟解

《左》” 的诠释路线， 力图打破经学藩篱， 径直从史学的角度解读 《左传》。 《博
议》 则是 “以孟解 《左》”， 以孔孟尤其是孟子之大义解经， 是典型的理学化经学

解读方法。 在理学视域下， 历史并不独立， 而是附属于价值判断之下。 此种方法容

易造成对史实的忽略甚至歪曲， 比如 《博议》 对齐桓公救邢的解释， 明显加入过

多因义而生的 “历史事实”。 那么应该如何从历史角度解读 《左传》 呢？ 吕祖谦认

为关键在于把握 “时节”， 也就是 “史势”。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时节”， 吕祖

谦就将春秋时期依据霸者之兴衰分为霸者未兴、 霸者兴起和无霸等 “时节”。 了解

“时节” 之后， 还要通观历史形势的本末源流， 然后方可根据历史形势加以议论。
具体到春秋时代， 吕祖谦就根据霸者在整个历史中的贡献和作用肯定了霸功。 而对

霸政、 霸德的评价， 吕祖谦也实事求是， 给予了较高评价。 由此， 吕祖谦的王霸观

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向， 从 “贱霸” 走向 “是霸”， 肯定霸道是 “以德辅力” 的政

治。 而相对忽视历史的 “孟子学” 王霸观便与 《左传》 史料之间格格不入， 是以

吕祖谦 “ 《左传》 学” 的诠释路径也必然发生重要转变： 从 “孟子学化” 的 “ 《左
传》 学”， 回转到 “ 《左传》 学” 的固有脉络。 吕祖谦在儒家经典中更偏爱 《左
传》， 认为读 《左传》 能借助具体行事以明义 （参见 《续说》 卷第十）， 确保学者

不走偏。
总之， 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吕祖谦必然脱离唐宋王霸观由 “是霸”

到 “贱霸” 的整体转向， 并反对 “孟子学” 王霸观尤其是朱熹对霸道的过分贬低。
他根据历史尺度评价霸德、 霸功和霸政， 进而肯定霸道。 但吕祖谦并未彻底摆脱程

朱之学笼罩性的影响， 仍时常从义利之辨的维度贬齐桓公之霸。

结　 语

不同于唐宋王霸观在程、 朱等人推动下从 “是霸” 到 “贱霸” 的整体转向，

９６从 “贱霸” 到 “是霸”： 经子互动视域下吕祖谦王霸观之转向



吕祖谦的王霸观发生了从 “贱霸” 到 “是霸” 的转向。 吕祖谦早期 “孟子学” 化

的王霸观强调政治主体的道德纯粹性， 旨在维护仁义价值的首要性和道德秩序的内

在和谐， 因此他从道德尺度出发评判历史， 将霸道归为不仁不义且无利的政治。 晚

期吕祖谦则尝试消解 “孟子学” 王霸观的影响， 回到 “ 《左传》 学” 的王霸观，
强调从历史尺度出发， 由史以明义， 旨在从实践维度维系儒家的仁义价值和人类文

明， 因此能够客观地评价霸功的历史意义， 肯定霸道是 “以德辅力” 的政治。 吕

祖谦的晚期思想相对其早期思想更为成熟， 也更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思想特征。
遗憾的是， 吕祖谦在评判王霸的尺度上摇摆不定， 未基于历史尺度建构出义利

相统一的霸道。 一方面， 因其深受程、 朱之影响， 吕祖谦虽然缓解了霸道在义利之

维的紧张， 但仍未跳出义利之辨的窠臼， 对霸道仍有贬斥。 另一方面， 由于早逝，
吕祖谦的历史哲学尚未圆熟， 未将历史尺度作为统摄道德的尺度， 未能从历史主义

的角度统一王霸。 但凭借其巨大影响力， 吕祖谦的王霸观在浙东学派中获得了广泛

认可， 并为其他浙东学者提供了参照、 支持。 陈亮从更为成熟的历史哲学出发， 基

于更为彻底的历史主义， 挽救了被道德主义贬低的霸道。 这显然是受到了吕祖谦的

启发和助力。 总之， 吕祖谦的王霸观虽并未圆熟， 但仍然极大地助推了浙学在王霸观

上的成熟， 进而促使浙学发展出与朱子学相媲美的政治哲学， 其卓越贡献不容轻忽。

参考文献

古籍： 《春秋胡氏传》 《春秋左传正义》 《东莱吕氏西汉精华》 《东莱吕太史文集》 《孟子》
《左氏博议》 《左氏传说》 《左氏传续说》 等。

陈佩辉， ２０２３ 年： 《理学视域下霸道的变质及其必然性》， 载 《学术交流》 第 ５ 期。
程小青， ２０１４ 年： 《从 〈左氏博议〉 到 〈左氏传说〉》， 载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第 ２ 期。
董平， ２００５ 年： 《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 载 《中国哲学史》 第 ２ 期。
蒋伟胜， ２０１２ 年： 《合内外之道： 吕祖谦哲学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刘德明， ２０１８ 年： 《吕祖谦与赵鹏飞对齐桓公的评价比较———以 “救邢” “伐楚” 与 “五

公子求立” 三事为例》， 载 《朱子学刊》 第 １ 辑。
《吕祖谦全集》， ２００８ 年， 黄灵庚、 吴战垒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孙旭红， ２０１０ 年： 《吕祖谦 〈左传〉 学中的王霸之辨》， 载 《江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

版）》 第 ２ 期。
王心竹， ２０１１ 年：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载 《社会科学》 第 １１ 期。
　 ２０１２ 年： 《以尊王贱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论探析》， 载 《河北学刊》 第 １ 期。
萧公权， １９９８ 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徐儒宗， ２００５ 年： 《婺学之宗———吕祖谦传》，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王　 正

０７ 《哲学动态》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


